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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4]摘要：随着建筑行业数字化进程的加速，各类数字技术在实施工程项目时广泛推行，而项目团队缺乏对于自身数字化能力水平的正确评估，盲目选择创新策略，导致工程项目绩效不佳的问题频繁出现。本文基于资源基础观和能力理论，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究数字化能力与创新策略的匹配关系，进而提出实现高工程项目绩效的路径。研究发现：（1）数字化能力与创新策略之间存在“多重并发”效应，路径分为数字化能力拉动型、创新策略驱动型和数字化能力与创新策略协同驱动型；（2）数字化感知能力、模式创新和服务创新对提升工程项目绩效具有普适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建筑行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化能力和创新策略对于提升工程项目绩效的协同作用机制，为工程项目管理数字化转型提供路径选择与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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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digitization process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various digital technologies are widely implement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However, project teams lack a correct assessment of their digital capability and blindly choose innovative strategies, resulting in frequent poor project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resource-based view and capability theory, uses the fsQCA method to explore the match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capability and innovation strategy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path to achieve high project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is a “multiple concurrency” effect between digital capability and innovation strategy, and the paths are divided into digital capability-driven, innovation strategy-driven, and digital capability-innovation strategy synergy; (2) Digital perception capability, model innovation, and service innovation have universal effects on improving project performance. The findings help to reveal the synergistic mechanism of digital capability and innovation strategy to improve project perform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provide path selection and decision support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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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中强调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其中明确提出要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相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在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发展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然而，当前建筑行业整体的数字化发展水平和生产效率明显滞后，数字化程度仅为6.5%[1]，“不会转”和“不能转”是建筑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重要难题。与其他行业相比，建筑行业的特点在于工程项目是数字技术应用的主要载体，数字化应用场景也主要集中在项目管理方面。因此，工程项目管理数字化转型是建筑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同时，随着建筑项目规模的日益扩大，利益相关方构成的团队结构日趋复杂，项目组织对项目团队的依赖也在逐渐加深[2]。一个项目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项目团队的技能、属性，而不仅仅局限于工程技术[3]。因此，项目团队以工程项目的数字化引领企业以及行业的数字化进程，实现以点带面，是帮助建筑企业实现转型升级重要手段。
[bookmark: _Hlk149326078]策略与能力是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的两个关键因素[4]，反映了“会转”与“能转”两方面。策略是项目团队为实现工程项目管理数字化转型而采取的价值创造行为体系[5]。策略涉及多个维度，包括技术开发的实施是内部研发还是外包[6]，转型的关键点是产品还是流程[7]，数字技术的应用是利用式还是探索式[8]，市场导向是反应型还是先驱型[9]以及创新的焦点是服务还是模式[10,11]。从传统项目管理向数字化项目管理的转变，意味着建造模式、管理方式、服务逻辑、组织文化的全面变革与提升。在理性有序的市场环境下，项目团队亟需通过创新以适应项目数字化发展的要求，进而实现项目管理的数字化。创新不仅是转型的关键环节，也是转型的驱动力和支撑力。特别地，对建筑行业而言，创新被认为是组织发展的关键[12]。因此，本文重点关注“创新”维度的策略。在能力方面，数字化能力已被广泛认为是转型成功的关键因素[13–15]，其渗透在组织文化、经营模式和项目管理等过程中。为更好地满足业主需求、适应内外部环境，项目利益相关方致力于提升自身数字化能力。在工程项目中，项目团队集结了各方能力，借助数字化手段解决问题和优化项目建设过程，通过价值共创活动实现项目目标。
[bookmark: _Hlk149639565]然而，在项目实践中，数字化投入与效能提升往往不匹配，甚至造成了资源浪费。究其原因可能为项目团队的数字化能力水平与创新策略选择没有达到一个有效的匹配水平。当前工程项目团队的数字化能力参差不齐，很多项目团队缺乏对自身数字化能力水平和创新策略选择的审视，没有依据自身数字化能力水平进行有效的创新策略选择，盲目模仿最佳实践，工程项目绩效不佳的问题频繁出现。因此，本研究聚焦于工程项目层面，以工程项目绩效作为校标，探究项目团队如何根据自身数字化能力水平，实施与之匹配的创新策略。
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企业层面的能力、策略对绩效的影响，对工程项目层面的研究较少。而且大多数为采用传统回归方法的定量研究，仅探究数字技术的应用以及创新策略的实施对绩效的边际“净效应”[16,17]，忽视了探究提升绩效的前因匹配，无法为项目团队基于自身数字化能力水平进行创新策略选择提供决策支持，避免其陷入盲目的数字化转型陷阱之中[18]。鉴于此，本研究从项目团队的数字化能力和创新策略两个维度构建了前因要素组态模型，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以工程项目绩效作为校标，探究数字化能力和创新策略的匹配关系，进而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基于整合匹配视角，提出多条高工程项目绩效的实现路径，为项目团队管理者提供有益的管理启示，也为工程项目管理数字化转型提供路径选择与决策支持。
1 文献综述与模型构建
[bookmark: _Hlk148962457]1.1 项目团队的创新策略
项目团队通过使用数字化的工具和平台推动组织变革，实施模式创新与服务创新策略，并以此构建持续竞争优势，改善工程项目绩效，是工程项目管理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内涵。面对激烈的建筑市场竞争和业主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服务创新成为项目团队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创造差异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19]。虚拟可视化设计、操作与能源规划、全过程工程咨询、数据信息管理等创新性、多元化的服务内容已经在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得到应用，一方面满足业主个性化的需求，增强客户的满意度和黏性；另一方面创新型的服务更具有排他性，难以被竞争对手模仿，有助于建立差异化的竞争优势。此外，高可视化和透明度的服务过程能够增强团队成员之间的协作效率，减少误解与冲突，进而提升项目实施效率和盈利能力。与技术创新相比，服务创新的成本更低，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反馈信息也有助于项目团队的学习和持续改进，开发出更符合业主需求的建筑产品[20]。
建筑企业推进商业模式创新，是对传统产业进行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的一种战略思考[21]。而对工程项目而言，模式创新不仅是推进工程项目管理数字化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提高工程项目绩效的迫切需要。工程项目建设由于其独特性、阶段性等特点，要求根据具体项目情景组建多专业、多样化的项目团队，有利于获得更广泛的视角，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能够促进成员之间的协作和创新，从而为业主提供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合理的交易模式和高效的业务流程能够优化项目建设进度，降低项目延误的风险[22,23]。随着BIM技术在工程管理领域的有效应用，项目集成交付模式（IPD）逐渐被建筑行业接受，“BIM+IPD”在房建、水利等工程项目中得到成功应用。IPD团队在项目实施各阶段协同合作，并采用项目管理平台和数字技术优化业务流程，从而减少浪费、返工、成本以及缩短工期等，并实现各参与方共赢和项目一体化管理。此外，积极探索多元化的业务内容和盈利模式，对于提升项目盈利能力具有积极的作用。
通过对项目层面的一系列创新调整，项目团队积极推动服务创新和模式创新的实践应用，进而推动工程项目管理数字化转型升级。由于项目团队各参与主体具备不同的知识基础和专业技能，因此，在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他们实施的创新策略表现形式也略有不同，具体参见表1。
表1 项目团队不同参与主体创新策略的表现形式
	参与
主体
	模式创新
	服务创新

	施工方
	采用信息化的施工管理模式。利用“智慧工地”内的智能程序，通过AI人工智能、BIM可视化、IoT物联监测、大数据分析等技术的集成应用，将智能管理系统与实地的管理工作进行有机结合，提高项目管理水平。
	从“工程承包商”向“建筑服务商”转型升级。完整产业链，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效的建筑全生命周期服务整体解决方案。

	设计方
	扩展盈利方式和业务边界。部分大中型设计院过去只做建筑设计，现在也开始涉足市政、园林生态等领域；同时，在传统专业的基础上增加低碳设计、智慧化设计等新兴专业。
	提供虚拟可视化设计服务。设计院通过“BIM+VR”协同设计，根据业主需求模拟项目实际建造过程，为业主提供多阶段的项目虚拟现实场景，让业主更好地参与到设计过程中，并辅助后续决策，提高业主的体验感和参与度。

	咨询方
	引入新的、多样化的合作伙伴。多家咨询公司组成联合体开展全过程工程咨询业务，并由牵头方负责协调全过程工程咨询业务。弥补合作方部分专业服务资质短缺或专业能力缺乏。
	提供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咨询公司正在从“以任务为中心”转向“以客户为中心”，从“被动式咨询”向“主动式服务”的转变。通过整合、运用内外部各种资源满足业主要求，进而实现工程项目价值增值。


1.2 项目团队的数字化能力
数字化能力是一项特殊的动态能力[13]，指个体或组织有效运用数字化技术和工具的能力。它不仅包括熟练运用数字化技术和工具，还包括获取、分析和应用数字化信息的能力，以及适应和创新数字化变革的能力。数字化能力的研究可以从不同层面展开，包括企业层面、团队层面、个体层面。既有的数字化能力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层面，一方面探究数字化能力的概念内涵和结构维度[24,25,13,26]，另一方面探究数字技术的应用对企业绩效[14,27,28]、技术创新[29]、服务创新[30]的作用效果。已有研究中，研究对象主要为制造业和互联网行业，对建筑业以及其他行业的研究较少。在研究方法上，部分研究以案例分析的方式开展，部分研究开发出数字化能力的成熟量表，并检验了对不同因变量的作用效果。
然而，工程项目是建筑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石，企业的管理重心、能力培养以及绩效考核等多体现在项目级。此外，以工程项目为单位开展的数字化业务场景更为广泛和深入，数字化能力也更加集中体现在项目团队利用数字技术、数字平台和数字思维解决问题，实现项目建设目标的过程中。因此，为了实现工程项目管理的数字化转型，有必要关注和评估项目团队的数字化能力。项目团队的数字化能力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平台，打破信息壁垒，感知内外部环境变化，分析项目数据并辅助决策的能力，该能力决定了工程项目的数字化水平。当前许多省市出台政策要求在相关项目上推荐或强制使用数字化技术（BIM、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项目团队数字化能力的提升不仅可以保障数字技术潜能的充分发挥，避免数字化投资的浪费，还可以提高团队的项目管理效率，提升工程项目绩效。因此，本文主要关注项目团队的数字化能力，参考了张忠良等[32]的研究，并结合了工程项目管理的实践情景，将数字化能力划分为数字化感知能力、互联能力和分析能力。
数字化感知能力是指借助数字技术洞察和捕获市场趋势、客户需求和竞争动态等有用信息的能力[13]。一方面反映了项目团队应用数字技术对项目数据的跟踪与反馈，及时感知项目的进展和潜在风险，并做出相应决策和调整。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还可以实现对外部环境信息的感知与过滤，帮助项目团队准确把握数字化时代的机遇和挑战，了解新型数字技术、市场环境以及竞争趋势的变动，能够有效降低试错成本，提高项目效率和质量。
数字化互联能力是指利用数字技术构建数字化平台和无线通信系统，实现设备互联和数字通信的能力，能够减少团队成员之间的信息交互瓶颈[33]。无线通信网络可以实现多主体信息交互，有助于提高项目团队的工作效率和协作能力。其次，项目管理的数字平台可以实现对多端数据的实时接收与反馈，进而优化项目资源配置和运营流程。
数字化分析能力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对数据资源进行可视化分析，并辅助决策的能力[35]。大数据、BIM等数字技术可以将项目数据转化为有效的信息和洞察力，实现对数据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其次，通过对项目数据的可视化分析，项目团队能够清晰了解项目进展、资源利用、盈利能力、风险等有价值的信息，为项目决策提供支持。
1.3 理论模型构建
在项目管理实践中，数字化能力与创新策略之间存在耦合关系。项目团队的数字化能力是创新策略选择与实施的基础。策略选择需要考虑团队具备的能力和资源，以及如何利用这些能力和资源来实现目标。其次，策略的实施需要项目团队具备相应的能力，支撑策略的调整与变化，制约策略实施的过程和效果[36,37]。创新策略也为数字化能力的应用提供方向和目标，其实施效果也将激发出项目团队提升数字化能力的动力。二者之间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制约，其中一方的缺失或不足都会影响工程项目管理数字化的效果。这也符合资源基础观和能力理论的观点。
[bookmark: _Hlk149293460]Barney[38]提出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模仿的且不可替代的资源是塑造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平台、数据、数字化技术、数字化人才等是关键的资源，这些资源是创新策略实施的重要基础。但拥有的数字化资源不一定能够得到有效利用，还需要数字化能力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与协同[39]，才能发挥出创新策略的最佳效果[30]，进而转化为绩效。同时，创新策略的实施效果也将指导数字化能力的提升与构建。因此，为了全面推行工程项目建设全过程的数字化管理，不仅需要企业层面的顶层设计，还要将项目团队的数字化能力与创新策略相匹配，才能够更好地应对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数字化需求与挑战，推动工程项目管理的数字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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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已自动生成]对工程项目而言，判定数字化能力与创新策略之间的匹配关系需要建立一个评估标准。本文除了关注成本、进度和质量这三个工程项目绩效评价的“铁三角”外，还考虑了安全、绿色的评价指标，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文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组态模型作为后续研究的基础框架。
图1 研究框架
综上所述，本文聚焦于工程项目层面，以工程项目绩效作为校标，探究项目团队的数字化能力与创新策略之间的匹配关系，进而提出高工程项目绩效的实现路径。研究成果以期为项目团队管理者提供有益启示，也为工程项目管理数字化转型提供路径选择与决策支持。
2 研究方法
2.1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
QCA是Ragin提出的一种跨案例比较分析法，能够解释多重并发因果、非对称性和等效性等复杂关系。本文采用fsQCA方法探究数字化能力与创新策略的匹配关系以及实现高工程项目绩效的条件组态，原因如下：（1）fsQCA方法能够识别出前因条件不同组合形成的多条“等效”因果链，揭示数字化能力与创新策略所形成的不同组态可能会产生多种等效结果，为项目团队提供多条提升工程项目绩效的路径选择；（2）fsQCA整合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优势，不仅能够应对定性研究结论普适性的质疑，还能弥补定量研究在样本分析上的不足[40]。
2.2 样本与数据
本研究采用电子问卷调研的方式获取数据。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全面性，调研对象为建设方、承包商、设计院、工程咨询企业及其它相关方具有项目团队工作经验的从业者。其次，大部分调研对象在建筑相关领域工作5年以上，且超过半数是各级管理人员，具有丰富的工程项目管理经验，对项目团队的数字技术应用、创新策略的制定和实施情况以及对工程项目绩效的影响都比较了解。调研集中在2023年，共发放139份问卷，剔除了回答时间过短和大多数问题得分相同的问卷，最终获得127份有效样本数据。样本特征如表2所示。

表2 样本的基本特征
	特征
	类别
	数量
	占比（%）
	特征
	类别
	数量
	占比（%）

	公司类别
	建设方
	14
	11.02%
	职位
	高层管理人员
	2
	1.57%

	
	承包商
	35
	27.56%
	
	中层管理人员
	26
	20.47%

	
	设计院
	51
	40.16%
	
	基层管理人员
	50
	39.37%

	
	工程咨询企业
	8
	6.30%
	
	基层员工
	44
	34.65%

	
	其他
	19
	14.96%
	
	其他
	5
	3.94%

	公司类型
	国有企业
	64
	50.39%
	工作年限
	1年以下
	16
	12.60%

	
	民营企业
	49
	38.58%
	
	1-5年
	19
	14.96%

	
	合资企业
	2
	1.57%
	
	5-10年
	39
	30.71%

	
	其他
	12
	9.45%
	
	10年以上
	53
	41.73%


2.3 构念和量表
为确保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本文在设计量表时参考了国内外已发表文献中的成熟量表，变量均采用Likert 7点评分法，范围从1=完全不赞同到7=完全赞同。数字化感知能力借鉴了Warner等[13]开发的题目量表，数字化互联能力参考了Kim等[33]开发的量表，数字化分析能力参考了Kohtamäki等[35]的量表。模式创新参考了Zott等[41]开发的量表；服务创新参考了赵晓煜等[42]开发的量表并结合了李越洋等[19]的研究。工程项目绩效参考了廖翠程等[43]的研究。
2.4 信效度检验
本文采用SPSS 26.0和AMOS 26.0对量表的信效度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信度方面，各个变量的组合信度（CR）值均大于0.7，除数字化互联能力外，其余变量的Cronhach’s α系数值均大于0.7临界值，数字化互联能力的Cronhach’s α为0.637，接近0.7，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因此，量表通过了信度检验。效度方面，使用SPSS 26.0进行探索性分析，KMO值为0.933，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2573.546（P=0.000）。因此，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其次，使用AMOS26.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问卷所有题项的标准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6，说明问卷的聚合效度良好。所有变量的平均方差提取值（AVE）均大于0.5基准，说明各个变量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模型的拟合指标：χ2/df=1.541，RMSEA=0.033，GFI=0.933，TLI=0.976，CFI=0.983，IFI=0.983，NFI=0.954，拟合指标均满足要求，说明指标的效度良好。构念的AVE的平方根值均大于非对角线相关系数，表明各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其次，本文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的方法对检验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本文采用SPSS 26.0进行检验，共析出6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其中，最大因子的方差解释度为21.756%，低于40%的建议值，即本文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表3 信度与效度检验
	变量
	Cronbach’s α
	CR
	AVE

	数字化感知能力
	0.913
	0.917
	0.735

	数字化互联能力
	0.637
	0.781
	0.645

	数字化分析能力
	0.936
	0.936
	0.829

	模式创新
	0.930
	0.932
	0.819

	服务创新
	0.946
	0.947
	0.857

	工程项目绩效
	0.919
	0.895
	0.631


2.5 变量校准
[bookmark: _Hlk137907372]参考杜运周等[44]的研究，本文采取直接校准法，将完全隶属校准值、交叉点校准值和完全不隶属校准值分别设置为75%分位数、50%分位数和25%分位数。首先使用SPSS 26.0软件计算各个变量的校准值，由于本文变量测量均采用Likert 7点评分法，变量的校准值多为整数，参考牛璐等[18]的研究，将完全隶属点的值减少0.001，完全不隶属点的值增加0.001，交叉点的值以向均值靠近为原则，进行0.001的加减。模式创新、成本、工期、质量、安全和绿色变量分值的离散程度较低，交叉点和完全隶属点值相同，因此将这些变量的交叉点修正为原始数据的均值，并采用fsQCA 3.0计量软件将原始数据转化为0~1的模糊隶属数值。本文所有变量的校准锚点如表4所示。
表4 条件及结果变量的校准锚点
	研究变量
	锚点
	描述性统计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数字化
能力
	数字化感知能力
	3.999
	3.749
	3.001
	5.000
	2.000
	3.624
	0.712

	
	数字化互联能力
	5.499
	4.501
	4.001
	7.000
	1.000
	4.665
	1.220

	
	数字化分析能力
	5.999
	4.999
	4.001
	7.00
	1.670
	4.711
	1.232

	创新策略
	模式创新
	3.999
	3.787
	3.331
	5.000
	1.670
	3.787
	0.730

	
	服务创新
	5.999
	5.669
	4.671
	7.000
	2.670
	5.428
	1.029

	工程项目绩效
	成本
	3.999
	3.748
	3.001
	5.000
	1.000
	3.748
	0.835

	
	进度
	3.999
	3.780
	3.001
	5.000
	1.000
	3.780
	0.863

	
	质量
	3.999
	3.921
	3.001
	5.000
	2.000
	3.921
	0.697

	
	安全
	3.999
	3.795
	3.001
	5.000
	1.000
	3.795
	0.810

	
	绿色
	3.999
	3.819
	3.001
	5.000
	1.000
	3.819
	0.791


3 研究结果
3.1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在进行组态分析之前，本文采用fsQCA 3.0软件分别从工程项目绩效的五个方面检验单一条件变量及其非集是否是工程项目绩效提升的必要条件。如表5所示，所有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水平均小于0.9。表明项目团队的数字化感知能力、互联能力、分析能力、服务创新和模式创新均不是提升成本、进度、质量、安全和绿色工程项目绩效的必要条件。
表5 前因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条件变量
	成本
	进度
	质量
	安全
	绿色

	数字化感知能力
	0.659
	0.688
	0.642
	0.691
	0.672

	~数字化感知能力
	0.389
	0.359
	0.401
	0.356
	0.375

	数字化互联能力
	0.646
	0.645
	0.624
	0.629
	0.624

	~数字化互联能力
	0.391
	0.393
	0.413
	0.409
	0.415

	数字化分析能力
	0.592
	0.580
	0.557
	0.554
	0.573

	~数字化分析能力
	0.454
	0.465
	0.487
	0.492
	0.474

	模式创新
	0.827
	0.847
	0.803
	0.846
	0.847

	~模式创新
	0.210
	0.189
	0.233
	0.194
	0.192

	服务创新
	0.724
	0.744
	0.695
	0.736
	0.734

	~服务创新
	0.315
	0.294
	0.343
	0.303
	0.308


注：“~”表示逻辑运算的“非”
3.2 实现高工程项目绩效的条件组态分析
在进行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时，本文将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1，原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为降低潜在的矛盾组态和可能存在的同子集关系[18]，本文将PRI阙值设定为0.75[44]。在项目团队数字化能力和创新策略的影响下，通过构建真值表对所有前因变量进行定性比较分析，得到提升工程项目绩效的前因条件组态。本文用“●”和“”来表示核心条件存在与否，用“●”和“”表示辅助条件存在与否；“空白”则表示条件可存在也可缺席。
由表6可以看出，本文通过fsQCA 3.0软件分别以成本、进度、质量、安全和绿色作为结果变量，共识别出17条组态路径，任一单个解以及总体解的一致性均大于0.9，总体解的覆盖度均大于0.6，表明研究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这些组态路径均可被视为提升工程项目绩效的充分条件组合。基于组态背后的解释逻辑，本文总结了三类提升工程项目绩效的组态路径：数字化能力拉动型、创新策略驱动型、数字化能力与创新策略协同驱动型。下面结合相关理论和工程管理实践做具体阐述。

表6 实现高工程项目绩效的组态
	条件变量
	成本
	进度

	
	C1
	C2
	C3
	C4
	C5
	P1
	P2
	P3

	数字化感知能力
	●
	
	
	
	●
	
	●
	●

	数字化互联能力
	●
	
	
	●
	
	
	
	●

	数字化分析能力
	●
	
	
	
	●
	
	
	●

	服务创新
	
	
	●
	●
	●
	●
	●
	●

	模式创新
	
	●
	●
	●
	●
	●
	●
	

	原始覆盖度
	0.069
	0.104
	0.167
	0.155
	0.455
	0.265
	0.568
	0.415

	唯一覆盖度
	0.026
	0.055
	0.075
	0.019
	0.330
	0.021
	0.093
	0.013

	一致性
	0.965
	0.924
	0.951
	0.889
	0.950
	0.966
	0.977
	0.974

	总体覆盖度
	0.665
	0.734

	总体一致性
	0.944
	0.964

	条件变量
	质量
	安全
	绿色

	
	Q1
	Q2
	Q3
	S1
	S2
	S3
	G1
	G2
	G3

	数字化感知能力
	●
	
	●
	●
	
	●
	
	●
	●

	数字化互联能力
	●
	
	
	●
	
	
	
	
	●

	数字化分析能力
	●
	
	
	
	
	
	
	
	●

	服务创新
	
	●
	●
	
	●
	●
	
	●
	●

	模式创新
	
	●
	●
	
	●
	●
	●
	●
	

	原始覆盖度
	0.064
	0.286
	0.527
	0.054
	0.289
	0.565
	0.237
	0.560
	0.414

	唯一覆盖度
	0.024
	0.022
	0.348
	0.025
	0.022
	0.379
	0.133
	0.109
	0.013

	一致性
	0.980
	0.956
	0.988
	0.953
	0.966
	0.973
	0.949
	0.966
	0.973

	总体覆盖度
	0.696
	0.744
	0.706

	总体一致性
	0.978
	0.962
	0.961


注：●=核心条件存在，=核心条件不存在；●=辅助条件存在，=辅助条件不存在；空白处表示该变量存在与否对结果不产生任何影响。

3.2.1 数字化能力拉动型
数字化能力拉动型组态主要体现在成本、质量和安全三个方面，如表7所示。数字化分析能力是项目团队降低项目成本和提高项目质量的核心条件，同时数字化感知能力、互联能力发挥了辅助性作用。具备较强的数字化感知能力和互联能力的项目团队，能够及时获取项目相关数据和信息，并实现团队成员之间的数据共享和流动。数字化分析能力则能够对获得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帮助项目团队及时发现成本超支和质量缺陷等有价值的信息，从而辅助做出明智的决策。
而对于项目安全来说，数字化感知能力、互联能力发挥了核心作用，同时数字化分析能力作为核心条件缺失。组态S1表明，尽管项目团队的数字化分析能力较弱，但凭借较强的数字化感知能力和互联能力，项目团队仍能降低施工现场的事故发生率。现代数字技术对提升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影响[45]。以智慧工地系统为例，在项目的施工现场、办公区、场区出入口等重要位置安装视频安防监控，实现多画面切换、视频抓拍等功能。通过无线通信网络实现设备互联，进而将施工现场的信息和数据传输到项目管理平台，从而帮助项目团队及时发现施工中的安全隐患和不安全行为，并在发生突发情况时能够实现及时响应，进一步提升工程项目建设的安全性。此外，项目上数字化工具的应用也能够实现对施工安全风险实时感知和预警，极大减少项目的安全隐患。
表7 数字化能力拉动型的工程项目绩效提升路径
	条件变量
	成本
	质量
	安全

	
	C1
	Q1
	S1

	数字化感知能力
	●
	●
	●

	数字化互联能力
	●
	●
	●

	数字化分析能力
	●
	●
	

	服务创新
	
	
	

	模式创新
	
	
	

	原始覆盖度
	0.069
	0.064
	0.054

	唯一覆盖度
	0.026
	0.024
	0.025

	一致性
	0.965
	0.980
	0.953


3.2.2 创新策略驱动型
创新策略驱动型组态在成本、进度、质量等五个方面均有体现，如表8所示。在该种组态中，模式创新均被视为核心条件，而服务创新通常发挥辅助作用，强调了创新策略对提升工程项目绩效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数字化能力相对较弱的情况下，项目团队往往需要通过实施创新策略来提升工程项目绩效，如成本效益、进度控制、质量控制等方面。
降低项目成本包括两种组态，组态C2、C3存在相同的核心条件，即模式创新。但组态C2、C3缺失了不同的核心条件，辅助条件也存在差异。组态C2中，服务创新作为核心条件缺失，数字化感知能力对结果没有影响。而在组态C3中，数字化感知能力作为核心条件缺失，服务创新作为辅助条件存在。组态C2表明，即使在服务创新策略缺失的情况下，若项目团队能够在模式创新上给予足够的重视，仍然能够降低项目成本。组态C3表明，尽管数字化感知能力较弱，但凭借实施以模式创新为主，服务创新为辅的策略也能够降低项目成本。
从组态P1、Q2和S2不难发现，实施模式创新策略是项目团队缩短项目建设周期、提升项目质量和降低项目事故发生率的核心条件，同时服务创新发挥了辅助性作用，数字化分析能力作为辅助条件缺失。随着BIM技术逐渐成熟，其强调协同合作和集成思维，项目集成交付模式（IPD）应运而生[22]。在IPD模式下，项目团队成员遵循“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在BIM技术的支持下，进行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实现项目各阶段的协同合作，从而减少资源浪费、缩短项目工期、提高项目质量等目标。其次，为了降低项目事故发生率，项目团队各方应共同建立完善的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制度，增强对工程项目安全管理的监督和执行力度。建立明确奖惩机制，将施工安全、绩效与利益分配相结合，激励项目利益相关方切实履行安全责任。此外，采用信息化管理手段对施工现场进行管理，优化作业流程并强化安全要求和安全检查点的设置，有助于提高项目安全管理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服务创新强调项目团队通过双向沟通准确了解业主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整合内部资源、提供创新型服务内容、优化服务流程，从而为业主提供符合其需求的高品质建筑产品，进一步实现更高的客户满意度和客户价值，辅助实现项目成本、进度、质量和安全等绩效目标。
在组态G1中，模式创新作为提高项目绿色评级的核心条件，同时数字化互联能力作为核心条件缺失。该组态表明，在项目团队各方对数字技术重视不足的情况下，为了进一步推动工程项目的可持续发展，项目团队需要在绿色施工理念下创新施工管理模式，最大程度上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提高节能减排效益，并以此获得更高的项目绿色评级。具体做法包括引入智能化施工技术和设备，控制噪音、泥浆、施工扬尘等环境污染，采用绿色施工工艺和绿色建筑材料，实施绿色施工管理方案等。
表8 创新策略驱动性的工程项目绩效提升路径
	条件变量
	成本
	进度
	质量
	安全
	绿色

	
	C2
	C3
	P1
	Q2
	S2
	G1

	数字化感知能力
	
	
	
	
	
	

	数字化互联能力
	
	
	
	
	
	

	数字化分析能力
	
	
	
	
	
	

	服务创新
	
	●
	●
	●
	●
	

	模式创新
	●
	●
	●
	●
	●
	●

	原始覆盖度
	0.104
	0.167
	0.265
	0.286
	0.289
	0.237

	唯一覆盖度
	0.055
	0.075
	0.021
	0.022
	0.022
	0.133

	一致性
	0.924
	0.951
	0.966
	0.956
	0.966
	0.949


3.2.3 数字化能力与创新策略协同驱动型
数字化能力与创新策略协同驱动型组态，在成本、进度、质量等五个方面均有体现。在不同的项目绩效目标下，数字化能力与创新策略之间的匹配关系存在差异，如表9所示。
在项目成本方面，存在C4、C5两种不同的组态。在组态C4中，数字化互联能力、模式创新和服务创新是降低项目成本的核心条件，数字化分析能力作为辅助条件缺失。移动互联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设备和人员的互联互通，帮助团队成员及时获取项目各个环节的实施状态和资源利用等信息。这些信息有助于识别潜在的成本浪费和资源闲置情况，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优化资源配置和施工作业流程，减少窝工、资源浪费等情况的发生，从而降低项目成本。移动互联技术还鼓励项目团队创新采购和管理模式[46]，优化供应商选择、建筑材料采购和物流流程，以确保建筑材料的及时供应和合理储存，从而降低工程供应链成本。此外，服务过程的可视化可以增强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减少沟通和解释的成本。而组态C5以数字化分析能力为核心条件，同时数字化感知能力、模式创新和服务创新发挥辅助性作用。与组态C4相比，组态C5更加强调了数字化分析能力和感知能力在项目成本控制中的重要性，并弱化了模式创新和服务创新的积极作用。数字化感知能力可以实时监测项目数据，基于这些数据，项目团队可以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深入分析，可视化项目成本构成和变化趋势，尽早识别成本超支风险，并应用数学模型和AI算法进行优化决策。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模式创新和服务创新也积极影响项目成本管理。模式创新能够提高项目实施效率，服务创新可以减少重复工作和额外的成本支出，进一步优化项目成本管理。因此，在追求项目成本绩效目标时，当项目团队具备强大的数字化互联能力时，应积极探索适应项目情景的新模式和新服务，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标。而在数字化分析能力和感知能力较强的情况下，项目团队应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感知和分析方面的作用，并辅助进行模式创新和服务创新，从而在更大程度上降低项目成本。
在项目进度和绿色方面，存在相似的绩效提升组态。组态P2、G2存在相同的核心条件，即数字化感知能力和服务创新策略；同时也存在相同的辅助条件，即模式创新策略。基于BIM的5D功能，在施工前期动态模拟施工情况，编制施工进度计划，在施工过程中利用信息管理平台，对比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发现进度偏差，对进度进行动态把控[47]。此外，借助数字技术感知到的有效信息，团队成员有机会重新配置资源，改进“建筑产品+服务内容”的组合，包括提供绿色建筑咨询、设计服务，并通过模式创新积极落实国家对绿色建筑发展的要求，以提高项目的绿色评级。但组态P3、G3在核心条件的分布上有差异。在组态P3中，数字化互联能力和分析能力作为核心条件；而在组态G3中，数字化互联能力和分析能力作为辅助条件存在。因此，在考虑项目进度、绿色绩效目标的情况下，当具备强大的数字化感知能力时，项目团队需要积极进行模式创新和服务创新，以从项目模式和服务内容的角度缩短项目建设周期并实现项目绿色化发展。相反，如果数字化感知能力、互联能力和分析能力都较为强大时，项目团队可以适度减少对模式创新的投入，将更多精力用于优化现有服务，通常能够获得更佳的项目进度和绿色绩效。
从组态Q3、G3发现，模式创新是提高项目质量和降低项目施工事故发生率的核心条件，同时数字化感知能力和服务创新发挥了辅助性作用。组态Q3、G3强调了创新策略与数字化感知能力之间的匹配。通过使用传感器、监测设备等数据采集技术，项目团队能够实时获取项目相关数据和信息，了解项目进展、资源利用情况和潜在的风险等。这些数据和信息也促使项目团队重新思考和改进项目模式和服务内容。引入最新的施工技术和工具，提升项目实施的精准性和效率，从而减少人为错误的发生。例如：使用BIM或VR等技术进行可视化模拟，可以提前预测潜在的问题和冲突，避免在施工阶段出现质量和安全问题。同时，服务过程的可视化也可以实时监测项目的质量和安全情况。借助摄像头、无人机等设备，对施工现场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发现施工人员的不安全行为以及安全隐患，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解决。因此，在项目质量、安全绩效目标下，数字化感知能力为项目团队开展模式创新和服务创新提供了有效的支撑。
表9 数字化能力与创新策略协同驱动型的工程项目绩效提升路径
	条件变量
	成本
	进度
	质量
	安全
	绿色

	
	C4
	C5
	P2
	P3
	Q3
	S3
	G2
	G3

	数字化感知能力
	
	●
	●
	●
	●
	●
	●
	●

	数字化互联能力
	●
	
	
	●
	
	
	
	●

	数字化分析能力
	
	●
	
	●
	
	
	
	●

	服务创新
	●
	●
	●
	●
	●
	●
	●
	●

	模式创新
	●
	●
	●
	
	●
	●
	●
	

	原始覆盖度
	0.155
	0.455
	0.568
	0.415
	0.527
	0.565
	0.560
	0.414

	唯一覆盖度
	0.019
	0.330
	0.093
	0.013
	0.348
	0.379
	0.109
	0.013

	一致性
	0.889
	0.950
	0.977
	0.974
	0.988
	0.973
	0.966
	0.973


3.3 稳健性检验
在fsQCA研究方法中，学者们往往通过更换校准锚点、调整PRI阈值和一致性阈值、改变案例频数等方式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通过调整一致性阈值和PRI阈值重新进行组态分析。首先，将一致性阈值从0.8调整为0.85，各组态整体解的覆盖度和一致性均未发生变化。其次，将PRI阈值由0.75调整为0.8，组态结果基本保持不变，即本文的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组态视角，采用fsQCA方法，从项目团队的数字化能力和创新策略两个方面，探究5个关键前因变量与工程项目绩效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
（1）单一维度的数字化能力和创新策略均不是提升成本、进度、质量、安全和绿色这五个工程项目绩效的必要条件。
[bookmark: _Hlk147651420]（2）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文分别以成本、进度、质量、安全和绿色五个工程项目绩效指标作为结果变量，结果发现项目团队的数字化能力和创新策略之间存在“多重并发”效应，可以通过不同的组态提升工程项目绩效。在不同的工程项目绩效目标下，数字化能力与创新策略之间的匹配关系存在差异。基于组态背后的解释逻辑，本文总结出三类提升工程项目绩效的组态路径。
数字化能力拉动型组态主要体现在项目成本、质量和安全三个方面，降低项目成本和提高项目质量的实现路径是一致的，数字化分析能力发挥核心作用，数字化感知能力和互联能力发挥辅助作用。而在项目安全方面，项目团队要更加注重数字化感知能力和互联能力之间的配合，进而降低项目安全事故发生率。
创新策略驱动型组态在项目成本、进度等五个方面均有体现，且模式创新策略在所有组态中均发挥核心作用。除了项目绿色绩效外，服务创新在组态中均发挥辅助作用。这说明在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比较欠缺的情况下，项目团队需要根据项目情景以及绩效目标，对项目组织模式、交易模式、管理模式、盈利模式、服务内容以及服务过程等进行变革，改变项目价值创造和传递形式，满足业主的个性化需求，这对提升工程项目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能力与创新策略协同驱动型组态在项目成本、进度等五个方面均有体现，且服务创新策略在不同程度上起到改善工程项目绩效的作用。图2中呈现出为提高成本、质量、进度、安全和绿色五方面的工程项目绩效，项目团队的数字化能力与创新策略之间的匹配关系。
[image: 图示

描述已自动生成]图2 数字化能力与创新策略的匹配关系（注：*表示核心条件）
4.2 研究贡献
第一，本研究对项目团队的数字化能力和创新策略进行了定义和维度划分，丰富了项目层面的研究。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能力和创新策略，而在项目层面的研究较少。然而，对建筑行业而言，工程项目是数字化转型的基本单元，且数字化应用场景也主要集中在项目管理上。因此，从项目层面开展的研究更具有针对性和实践性，也为项目团队构建数字化能力和实施创新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研究视角聚焦于项目团队的数字化能力和创新策略，丰富了提升工程项目绩效的前因组态研究。分别从项目成本、进度、质量、安全和绿色五个方面，揭示了数字化能力与创新策略的匹配关系以及提升工程项目绩效路径，为项目团队依据自身数字化能力水平，选择适宜的创新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第三，将QCA方法用于提升工程项目绩效的前因研究中，创新性的对多因素的组合影响进行了探索。既有研究主要探究企业层面变量之间的“净效应”，不能解释多个前因变量组合对结果变量的影响。本文采用fsQCA方法，从数字化能力与创新策略匹配的视角探究对工程项目绩效的影响，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4.3 管理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管理启示：
（1）从影响高工程项目绩效的关键因素看，项目团队的数字化感知能力、模式创新和服务创新策略在组态中多次作为核心前因条件出现，是提升工程项目绩效不可缺失的重要因素。因此，项目团队要积极提升自身的数字化感知能力，不断提高信息感知的灵敏度和信息判断的准确度。同时，项目团队管理者要认识到创新策略对提高工程项目绩效的重要性，培养团队成员的创新思维和创造力，并采取行动支持进行模式创新和服务创新。此外，模式创新和服务创新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需要根据实际进展不断进行改变。
（2）从实现高工程项目绩效的结果看，数字化能力与创新策略协同驱动型路径对样本案例中提升工程项目绩效的解释力更强。这说明项目团队根据自身数字化能力水平，选择与之相匹配的创新策略，对提升工程项目绩效具有更显著的作用效果，具体的匹配关系参见图2。其次，在数字化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集中优势推动核心条件的发展，为提升工程项目绩效进行科学决策。
4.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仍存在以下局限，期望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完善。第一，前因条件的选取。本文仅从项目团队的数字化能力和创新策略两方面探究对工程项目绩效的影响，更多关注的是组织内部因素，对外部环境因素关注不够。由于数字化能力与创新策略的匹配组合的有效域会随着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未来应该选取更多环境变量加入到模型中，以提高研究结论的准确性。第二，研究方法。本文采用fsQCA探究实现高工程项目绩效的条件组态，揭示了项目团队如何基于自身数字化能力水平，匹配合适的创新策略，进而提高工程项目高绩效。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考虑将fsQCA与案例分析法结合，结合案例深入解释项目团队的数字化能力和创新策略的耦合对提升工程项目绩效的内在机制。第三，本文并未深入探讨单个前因条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产生高工程项目绩效的必要条件，未来可以将fsQCA与NCA相结合，进一步探究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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